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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 country’s fertility rate has decisive effects for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recent years, fertility rate decreases gradually, and the

"low fertility trap" looms in China. The imbalance of population structure caused by the aging society with fewer children has begun to restrict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reaten social stability. Declining fertility rate was influenced by national policies, diseases and medical care, as well as

socio-economic factors. In this study, we review the recent advances in the field of fertility status across the last 7 decades,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potential impact of decreased fertility rate in China. We aim to describe the fertility status completely, predict the fertility trend in future, explore

possible intervention targets,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stabilizing fertility in our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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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结构（demographic structure）对一个国家的

发展至关重要。影响人口结构最重要的一方面就是

生育率，即总出生数与相应人口中育龄妇女人数之

间的比例。生育率最常用的评价指标是总和生育率

（total fertility rate，TFR），是指一个女性在育龄期

（15~49岁）可能生育孩子的总数。发达国家普遍认

为如果 TFR小于生育更替水平（TFR=2.1），新生人

口则不足以弥补其父母死亡造成的人口缺失，导致

低生育率状态。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医疗

水平或社会因素等的限制，死亡率相对较高，因此对

这一数据水平要求更高。“低生育率陷阱假说”即 1.5

左右的 TFR水平是两种不同人口形态的“分水岭”，

而一旦跨过这个分界，形势将难以逆转[1]。我国自 20

世纪 70年代后出现了生育率的持续下降，目前正处

于低生育率的状态[2，3]，随之而来的人口老龄化将严

重制约劳动力供给和经济增长，缩减人口数量，带来

日益严峻的社会经济问题。据此，本文对近 70年我

国生育率变化、低生育率的影响因素及潜在不良影

响相关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以期了解我国生育现状，

为相关研究的开展及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1近 70年我国生育状况

建国后，我国 TFR随时代背景的变迁发生了显

著变化。在以高生育率、低死亡率为主要人口特征的

19世纪 50年代至 70年代，人口 TFR大多处于 5~

6，是人口快速增长的时期；但在 19世纪 60年代中

期，城市地区居民开始接受避孕节育技术服务指导，

生育率首次出现下滑；至 20世纪 70年代初，开始提

倡计划生育政策，TFR从 1970年的 5.8急剧下降到

1979年的 2.8，降幅超过 50%；至 20世纪 90年代

初，降至生育更替水平以下，并始终在低位徘徊[4-6]。

21 世纪初，人口学家指出，在未来的几十年，全国

TFR应维持在 1.8左右，过高或者过低均不利于我

国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6]。2006-2016年，我

国 TFR一直在 1.65上下波动，而 2017年后 TFR急

速下降，到 2020 年仅为 1.30[3，7，8]。在空间分布上，

TFR的城乡差异较为显著，城镇明显低于乡村，其中

较发达城市 TFR 下滑更甚 [9]。1990 年，除北京、上

海、浙江和辽宁等较发达城市低于更替水平外，其他

161

医
 学
 信
 息



综 述

第 35 卷第 18 期 医学信息 Vol. 35 No.18

2022 年 9月 Journal of Medical Information Sept. 2022

各省市自治区均高于此值。至 2000年，仅贵州省高

于更替水平，其他省市自治区均低于此值。至 2010

年，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均低于 2.1，值得注意的

是，京津沪等一线城市及东北三省均低于 1，以至于

某些省市出现人口负增长现象[9]。

2低生育率的影响因素

2.1相关政策调控 生育相关政策对于生育率的影

响显而易见。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对生育的鼓励促

使了“婴儿潮”的产生，生育率高达 5.5以上；而 20

世纪 70年代，提倡妇女晚婚晚育，延长生育间隔时

间，造成了我国生育率的第一次下滑；之后的计划生

育政策更使生育率大幅下降，并持续徘徊在较低的

水平 [2]。目前尚无法评估 2021 年“三孩”政策的影

响，但随着 2013 和 2015 年“单独二孩”和“全面二

孩”政策的推行，使得随后 2014 和 2016 年的 TFR

出现短暂提升[7，10]。但也有观点认为政策影响并不能

完全解释生育率的减低，其原因有三：首先，过去 25

年全球大多数国家都面临着生育率下降的困扰。在

没有任何人口政策限制的情况下，泰国的生育轨迹

与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时期几乎是重合的。我国的香

港、澳门和台湾地区，以及如新加坡、日本、韩国等其

它临近国家，TFR也均介于 1.0和 1.3之间，远低于

生育更替水平[4]。同期，欧洲一些发达国家政府也面

临低生育率的困扰，所推行的各项支持生育的政策

并未逆转生育率下降的趋势[11，12]。其次，我国 80年

代推行的“一胎政策”也并没有“一刀切”，而是相对

灵活的。没有实施过纯粹的独生子女政策，严格的

“一胎政策”仅在城市居民中实施，而对农村家庭和

少数民族人口的规定则较为灵活，大多数农村家庭

育有 2个孩子[13]。第三，在“二孩政策”陆续放开后，

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自 2013年“单独二孩”政

策实施后，2014年 TFR为 1.67，较 2013年的 1.55

有所提高，但 2015 年回落至 1.41，甚至低于 2014

年[7]。2015年“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也未达到预期

的生育率显著回升的效果[10]。虽然 2016年新生儿人

口数较 2015年大幅增长，但 2017年又开始回落，并

持续锐减，2015~2019年出生人口数分别为：1655、

1786、1723、1523及 1465万[8]。由此可见，除政策外

还存在其它关键影响因素。

2.2疾病和医疗因素 生育率的下降还与育龄人群

的生殖健康状况息息相关。美国疾控中心下属国家

卫生统计中心数据显示，2017-2018 年美国生育率

下降了 2%，生育率年龄分层表明青年育龄期女性

生育率下降了 7%，创历史纪录的低点[14]，提示低育

龄女性生殖健康可能受损。我国山东省人类精子库

5210名捐精者的精液质量数据显示，2008-2014年

育龄男性志愿者精液体积、精子浓度、精子前向活力

和总精子数分别下降了 2.73%、6.89%、1.38%和

9.84%，且各年龄层表现为同样的趋势[15]。这些都提

示育龄人群生育力全面降低的可能，而影响生育力

最主要的疾病就是不孕症。不孕症病因复杂，涉及男

女双方。对不孕症的调查结果显示，近几十年，不孕

症发生率逐年升高，不同地域可能存在细微差异，但

总体趋势不变[16-18]。目前认为其原因主要包括社会

压力、环境污染、心理因素和医疗因素等[19，20]。日益

加速的生活节奏、独生子女的生育压力、不良的生活

方式，如过度饮食、节食、熬夜、吸烟、饮酒等均可显

著影响生殖内分泌系统的稳态调节，导致配子生成

能力减低、质量受损[21-24]。此外，科技飞速发展带来

的电子设备的高频使用也是影响男性生育力的潜在

危险因素[25，26]。近年来，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快速提

高，空气污染问题也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既往多

项流行病学调查显示[27-30]，空气污染物会影响配子

生长发育、受精卵形成，并引起辅助生殖失败、自然

流产等围产期不良事件[31]，进而增加不孕症的发生。

另一方面，人工流产以及长效避孕方式的广泛应用

造成女性盆腔器质性、炎症性及免疫性病变显著增

加，如输卵管堵塞，子宫内膜异位症，宫腔粘连，盆腔

炎（2.5%）、子宫内膜炎、抗子宫内膜抗体阳性、抗精

子抗体阳性等[32，33]。黄丽君等[34]通过对 9468例孕妇

进行回顾性研究发现，人工流产次数对于瘢痕子宫

再次妊娠孕妇有不利的母婴围产结局，包括前置胎

盘、产后出血、胎盘植入风险增加。20世纪 90年代

后,我国避孕率高达 83%~91%，其中宫内绝育器和

女性绝育手术最为盛行，分别占比约 50%和 30%[35]。

研究表明[36，37]，女性应用宫内绝育器，输卵管因素不

孕症的风险增加 2倍, 异位妊娠的风险增加接近 4

倍。而输卵管因素是女性不孕常见病因，占 25%~

35%[38]。近年来生殖医学的发展和辅助生殖技术

（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ART）的应用可能

在一定程度上稀释了生育力降低引起的生育率下

降，但同时也可能降低了人们对生育率严重且持续

下降的警惕性。因此，对生育率的调查不应只局限于

数字，需要更关注育龄人群生殖力，判断其对整体生

育率的影响，以明确不孕症的增加是否是生育率下

降的关键因素。

2.3社会经济因素 社会经济因素也是影响女性生

育率最重要的客观因素之一，具体包括经济体制、城

市化进程加速、女性社会地位和教育水平、新时代生

活方式以及原生家庭规模等几个方面。90年代后，

我国开始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物价变动使

抚养孩子的成本大幅上升，城镇居民和进城务工农

民生育意愿降低。而生育意愿是生育行为和生育率

变化的主要驱动力。且国内外相关人口调查研究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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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7，10，39]，孩子的养育成本是影响女性生育意愿的

重要因素。此外，城市化进程加快可能是另一关键

社会因素。20世纪 80年代以前，我国的城市化水平

较低，且进展速度缓慢，一度被视为“城市化不发达”

国家。至 20世纪 70年代后期，不足 20%的人口居

住在城镇地区；然而，自 80年代初改革开放以来，城

市化进程高速起飞[40]。根据国家统计局 2021年发布

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数据，城镇人口现占比

已达 63.9%[8]。人口越来越集中在相对较小的地理区

域，进一步增加了抚养成本，尤其是教育成本。高昂

的教育负担和住房负担，使得大量年轻家庭甚至出

现生育率赤字[41]。另外，计划生育政策在城市地区执

行的也更加严格，城镇居民生育率显著低于乡村居

民。此外，国内外相关研究表明[42-44]，教育水平的提

高和妇女地位的改善也是生育率普遍下降的原因之

一。然而，在当前时代背景下，教育对于生育的影响

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王一帆等[44]基于 CGSS2015

年数据分析得出，女性受教育水平提高，其劳动收入

增加，个人发展偏好增强，初婚年龄延长，进而会对

生育意愿产生显著的抑制效应。而陈蓉等[45]在“全面

二孩”政策实施 2年后对上海二孩生育群体的调查

发现，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较高的夫妇更有意愿

并且更有可能生育二孩，即生育意愿更强。另一方

面，原生家庭规模、网络社交的广泛覆盖、非传统生

活价值观的传播也会导致女性对结婚需求降低，离

婚率上升，更易自愿接受不生育的观念[46，47]。影响生

育率的社会经济因素很多，但对于各因素所占比重

目前尚无准确判定，严重限制了针对性改善政策的

制定。

3低生育率的不良后果

生育率的过度减低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制约了社

会经济的发展[48]。一项针对 40个国家财政和生育率

分析的研究显示[49]，生育率远高于更替水平对政府

预算有益，生育率接近更替水平对人民生活水平最

有利，而低于更替水平虽使人均消费最大化，但非常

低的生育率则不利于人民生活水平。这主要是由于

低生育率造成的人口结构恶化所至。我国“婴儿潮”

时期出生者当前已达到退休年龄，人口老龄化进程

加速。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65岁及以上人口达

19064万，占总人口的 13.5%，远超老龄化的标准

（7%）[8]。人口老龄化意味着劳动人口的缩减，导致了

整体扶养比的升高；劳动力增长速度的放缓甚至下

降将限制未来经济的增长，并可能对社会发展产生

较深远的影响[50，51]。我国人口结构变化的另一明显

特征是家庭能力和功能的弱化。传统的家庭支柱制

度正在受到侵蚀，每个家庭的子女数量减少，对文化

传统的延续提出巨大的挑战。家庭规模的缩小对于

以家庭为单位的群体抗风险能力下降，进而削弱家

庭结构乃至整个社会的稳定性。此外，独生子女所具

有的一些特殊的特征，如以自我为中心，也可能会在

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经济发展。

4总结

近 70年来，我国生育水平随时代背景变迁显著

变化，目前生育水平较低。TFR过度减低后，人口结

构失衡、老龄化等问题隐现，将严重制约社会经济发

展，影响社会稳定性。低生育率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

的结果，政策干预与制度的影响越来越少，生殖系统

疾病谱的改变显著增加不孕率，社会经济快速发展

进一步降低了生育意愿。如何提高生育意愿，降低生

殖系统疾病的发病率，从多角度出发，改善低生育率

的现状，仍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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